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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文明格局多元

一体。中国的佛教文明亦是如此。佛教自两汉

之际传入中国后逐渐融入中华文明， 在不同

时期形成了众多各具特色的佛教中心， 佛教

艺术也因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 基于这

样的事实， 中国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自发端

之日就遵循了分区域研究的路径

[1]

，最著名

的例子是宿白提出的“凉州模式”“云冈模式”

[2]

。

位于凉州和平城之间的关陇地区不仅是连接

十六国北魏时期这两大佛教中心的枢纽，其

本身也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

[3]

。

不同于凉州和平城规模较大的佛教石窟寺遗

存，关陇地区北魏中期（439~493 年）以前的

佛教遗存较为有限，且以单体造像为主，其中

很重要的一类是便于藏匿和携带的小型金铜

造像。从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来看，至迟从十

六国起， 关陇地区就产生了制造和供奉小型

金铜佛教造像的传统。 比如《高僧传》中就有

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分别向道安和慧远赠送

金像的记载

[4]

，陕西长安县黄良乡、甘肃泾川

县玉都乡等地都出土了十六国时期的小型禅

定金铜佛像

[5]

。

但遗憾的是，目前对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及

以前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研究并不充分，现

有成果或是对造像材料的简单整理与公布

[6]

，

或是对某一件、某一类造像的专门讨论

[7]

，深入

系统的研究亟待进行，且许多造像材料仍有待

进一步披露。 2017 年 4 月，笔者在甘肃东部庆

阳、平凉等地的多个博物馆中发现了不少尚未

被学界熟知的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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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2021 年 5 月咸阳成任村一座被盗的东汉墓

中出土了 2 件小型金铜佛像

[8]

，引起了学界对

关陇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早期小型金铜佛教造

像的重新审视和广泛争论。 因此，本文拟在进

一步补充甘肃东部相关造像材料的基础上，对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进行

整体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成任东汉墓出土

金铜佛像的相关问题。

一 甘肃东部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遗存

据笔者调查，甘肃东部地区的博物馆中

至少收藏有 10 件北魏中期的小型金铜佛教

造像，分别是清水县博物馆、灵台县博物馆、

静宁县博物馆、泾川县博物馆、镇原县博物

图一 镇原县博物馆禅定

金铜佛像

图二 天水市博物馆 1 号

禅定金铜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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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各 1 件，天水市博物馆 2 件，庆阳市博物馆

3 件。

1. 镇原县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这 10 件造像中，学界仅对镇原县城关镇路

坡村征集的禅定金铜佛像做过专门研究

[9]

。 该像

通高 10、背屏最宽处 6厘米，主尊着覆肩袒右式

佛衣，禅定坐于双足短榻式佛座上，两侧各立一

胁侍菩萨像，铸于背屏下缘。 背屏为莲瓣形，正

面中央为重瓣莲花纹头光，其外铸九身小坐佛，

环以一圈带状莲瓣形背光， 外缘为平行放射状

火焰纹。 背屏背面图像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为

圆拱形龛内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和两侧的二

菩萨、二飞天像；中层为院落前殿内并坐一排的

八身小佛像； 上层为院落中央的一坐佛四胁侍

菩萨像和其左右、后部房屋（图一）。

2. 天水市博物馆 1、2 号禅定金铜佛像

天水市博物馆所藏的 2 件佛像中有一件与

上述佛像几乎一致，该像通高 10.7 厘米，其背

图三 天水市博物馆 2号禅

定金铜佛像

图四 泾川县博物馆禅定

金铜佛像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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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顶部向外有一块长条形凸起， 原来可能连接

有其他构件（图二）。 另一件略有不同，通高 9.3

厘米，仅在正面造像，主尊身材比例更加瘦长，

周围为五身小坐佛（图三）

[10]

。

3. 泾川县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泾川县博物馆也收藏有 1 件类似的佛像，

通高 10 厘米，重 125 克，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征

集于泾川太平乡一座寺庙中。 该像锈蚀严重，

细节特征模糊不清，主体部分的形制、题材组

合与镇原城关镇征集像一致，差异主要表现为

背屏顶部延伸出三块长条形凸起，分别连接两

身禅定坐佛像和一只头朝右侧的立鸟，三者平

图五 庆阳市博物馆 1 号

禅定金铜佛像

图六 庆阳市博物馆 2 号

禅定金铜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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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布，立鸟居中，两身坐佛具桃尖形头光，造

像特征与主尊相近（图四）。

其余 6 件造像与上述 4 件在题材组合和造

像特征方面有较明显的差异。

4. 庆阳市博物馆 1 号禅定金铜佛像

庆阳市西峰区征集，保存完整，略有锈蚀，

通高 21.8 厘米

[11]

。 主尊为禅定坐佛像，面相丰

圆，略带微笑，鼻翼宽平，硕耳垂肩，螺发，球形

图七 庆阳市博物馆 3 号

禅定金铜佛像

图八 清水县博物馆太和

八年张陵保造像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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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髻。 着通肩式宽领袈裟，衣领正中扭结，衣纹

以细密隆线刻出，在胸前呈圆转 V 形对称平行

排布，袖摆对称，平覆两膝，边缘饰连珠纹，两

腿间衣纹横向平行分布， 施掌心朝上的禅定

印。 背屏为莲瓣形。 正面中央为素面椭圆形连

珠纹轮廓头光。 围绕主尊和头光，环以连珠纹

轮廓身光，内以细密波状线作底纹。 叠压在身

光上方，铸刻七身小坐佛，其形象、袈裟与主尊

相仿。 小坐佛背屏为桃尖形，边缘饰平行放射

状火焰纹。 背屏最外圈为火焰纹，边缘饰一周

连珠纹。 背屏背面上方铸刻圆拱形龛，龛楣为

尾部相交的双龙，龙首下垂，为侧面像，带角，

吐长舌，龙身饰连珠纹。 龛下为一排三身与正

面一样的小坐佛。 其下双菩萨正面并排站立，

扭头对视，内侧腿迈向对方，扭腰顶胯。 右侧菩

萨立双掌于胸前，两掌之间似捧莲蕾。 左侧菩

萨左手抚胸，右手平置腰间。 双菩萨皆具圆形

头光，束高髻，面相丰圆，五官模糊，上衣模糊

不清，帔帛从身后前绕大臂内侧穿入，垂至地

面，饰褶带纹，下着长裙。 右侧菩萨胸前可见 X

状璎珞。 龛周为细密波状火焰纹。

束腰四足佛座，四面开平直壸门。 佛座上

层正面上缘刻水波纹，两侧面刻连珠纹。 中层

束腰正面和两侧面刻菱格纹，部分菱格内刻圆

圈纹。 佛座下层仅装饰正面，上沿刻波状忍冬

纹，下接内带圆圈的三角垂帐纹，两足分别刻

图九

灵台县博物馆片状九佛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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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男女供养人像。女供养人着裙，胸前袖手。

男供养人着裤，执长茎莲蕾（图五）。

5. 庆阳市博物馆 2 号禅定金铜佛像

庆阳市西峰区显圣乡唐苟村征集，佛座束

腰以下不存，残高 14.5 厘米，此像与上述 1 号

像属同一类型，在整体形制和各部分的图像构

成与布局方面基本一致，仅在一些图像学细节

上有所差别。 为避繁冗，仅述其异者。

主尊额间现白毫相，纵向线刻发纹，着袒

右式佛衣，右襟搭于右肩沿右臂下垂，内着菱

格纹僧祇支，两腿间衣纹呈“八”字形分布。 背

屏正面圆形头光内铸刻重层莲瓣，身光内无底

纹，铸刻七身小坐佛，背屏外圈火焰纹形式简

化。 背屏背面图像清晰，拱形龛内上有三尊坐

佛，下有二菩萨，龛楣两端刻菱格纹。 二菩萨上

身赤裸，敷搭帔帛，下着裙，外侧手中皆持长茎

莲蕾，内侧手皆抚于胸前。龛外光素无纹。 佛座

正面上沿刻连珠纹，束腰处刻内带圆圈的方格

纹（图六）。

6. 庆阳市博物馆 3 号禅定金铜佛像

庆阳市西峰区征集，保存完好，通高 10.5、

背光最宽处 5.8 厘米。 铸造粗糙， 未见公开著

图一〇 静宁县博物馆

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图一一 日本私人藏禅定

金铜佛像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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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日本出光美术馆

禅定金铜佛像

录。 主尊面相长圆，磨光发髻，五官模糊，着

袒右式佛衣，样式与镇原、天水等地的禅定坐

佛像一致。 背屏正面中部为圆形头光，内饰

莲瓣纹， 头光正上方铸刻一身禅定小坐佛，坐

佛两侧各胁侍一只口衔花叶的立鸟。 素面束腰

双足佛座，束腰以下基座前后两面开平直高壸门

（图七）。

7. 清水县博物馆太和八年张陵保造像

保存完好，通高 21厘米

[12]

。主尊为禅定坐佛，

覆钵状肉髻，底发和肉髻正中刻旋涡状细密发

纹。 面相、袈裟样式、手印、头光与庆阳市博物

馆 2 号金铜佛像大体一致。 莲瓣形背屏，正面

亦以带状连珠纹圈出头光、 身光和背屏轮廓，

身光内不铸七佛，身光外为减地火焰纹，饰以

细密阴刻线。 背屏背面上端阴线刻汉式屋形

龛，其下刻二菩萨像，线条简练，皆具头光，长

发披肩，束高髻，宽肩细腰，上身赤裸，敷搭帔

帛，帔帛于体侧自然下垂，下着裙。 二菩萨均外

侧手臂自然下垂，内侧手臂半举，执一粗茎莲

蒂，二莲茎于空中交叉后倒垂，呈圆拱形罩于

二菩萨头顶。 低矮方形佛座，前后两面开平直

窄壸门，正面刻内带圆圈的菱格纹，其余三面

刻铭文，自右侧面始，录文如下（图八）：

太和八年（484 年）四月」廿七日清信

仕」张陵保造」铜像一区为七」世父母胎生

父」母上生」天上值」遇弥勒下生人」间□

□上□□

8. 灵台县博物馆片状九佛造像

灵台县西屯乡征集，保存完好

[13]

。通高 18.5、

宽 12.6 厘米。 通体合铸，佛像数量从上至下按

“一、三、三、二”排列，边缘上下相邻两佛以 C

形双龙首衔纽连接，除最下方两佛外，其余各

佛之间镂空。

九身佛像形象相同，面相长圆，略带微笑，

纵向线刻发纹，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重层覆莲

佛座上，手部细节不明，着通肩宽领袈裟，衣纹

细密，在胸前呈 U 形平行排布，袖摆对称，平覆

两膝，两腿间衣纹横向平行分布。 袈裟的样式、

衣纹与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主尊和背屏小佛

像高度一致。 桃尖形背屏，背屏下端结束于佛

像肘部， 正面亦以连珠纹圈出椭圆形头光、身

光轮廓，其中最下方右侧佛像头光外缘连珠纹

较明显，部分身光连珠纹简化成弦纹，身光外

为平行放射状火焰纹（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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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9.静宁县博物馆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1984 年静宁县李店乡王沟村出土，锈蚀严

重，基座左侧略有缺失，通高 11.4、宽 6.5 厘米，

未见公开著录。 菩萨交脚坐于双足短榻式基座

上，双手交叠置于胸前作转法轮印，两肘与两

膝同宽。 面容清瘦，五官模糊，发髻呈束帛状，帔

帛从身后前绕由肘部穿出，沿身体两侧垂下，服

饰锈蚀不清。 背屏主体为莲瓣形，正面中部为圆

形头光，饰莲瓣纹；向外以连珠纹圈出身光、背

屏轮廓，身光内铸刻 7 身小坐佛，身光外为火

焰纹。背屏上方有扁袱状“光云”

[14]

，其内铸刻二

飞天托举香炉。 背屏背面为素面（图一○）。

二 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关陇系统”

以上是甘肃东部地区现存北

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基本

情况，其中已经述及各造像之间的

共同特征。关陇地区的西安、固原、

咸阳也曾出土与上述近似的小型

金铜佛教造像， 早已为学界所熟

知。例如，西安莲湖区（西安博物院

1号禅定金铜佛像）

[15]

和固原彭阳县

新集乡（宁夏固原博物馆禅定金铜

佛像）

[16]

分别于 1972 年和 1981 年

出土了 1 件与镇原县博物馆佛像

相同的禅定坐佛像。 2021年 5 月，

咸阳成任村 M3015 出土了 1 件片

状五佛造像。 1980 年，西安莲湖区

出土了 1 件带有 “大代太和七年

（483 年）”“追远寺众僧”等铭文的

佛板造像（西安博物院“大代太和

七年”佛板造像）

[17]

。 此外，1973 年

西安莲湖区还出土了 1 件类似于

静宁县博物馆藏的交脚弥勒菩萨

像（西安博物院金铜交脚弥勒菩萨

像）

[18]

。 除了上述出土、征集地点较

为明确的造像外，还有许多与之极

为相似的小型金铜造像流散海外，

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材料进行讨

论。根据这些造像的形制、题材、组

合和体量等因素，至少可以将它们分为莲瓣形

背屏禅定坐佛像、片状多佛造像、佛板造像和

交脚弥勒菩萨像四类。

1. 莲瓣形背屏禅定坐佛像

莲瓣形背屏禅定坐佛像是四类造像中现

存数量最多的一类，这类造像在具体的图像特

征上又有所变化，根据佛像与佛座样式、题材

组合和装饰纹样可以细分为 A、B 两组较为典

型的造像（表一）。

（1）A 组造像

A 组造像有庆阳市博物馆 1、2 号金铜佛

像，共同特征是主尊面相丰圆、螺髻；背屏正面

题材为七佛， 背面为三佛和二立菩萨组合；四

足束腰佛座；常见双龙首圆拱龛、菱格纹、圆圈

图一三 西安博物院“大代永兴三年”石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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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和带状连珠纹。

（2）B 组造像

B 组造像来源地点明确的有 6 件， 以镇原

县博物馆佛像为代表， 其余为天水市博物馆 2

件、泾川县博物馆 1 件、宁夏固原博物馆 1 件、

西安博物院 1 件。 此外，还有来源不明的 3 件，

包括武威市博物馆 1 件

[19]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1

件

[20]

和日本私人收藏 1 件（图一一）

[21]

。 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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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北魏中期关陇地区莲瓣形背屏禅定坐佛像统计表
名称 造像来源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备注

"组

庆阳市博物馆# 号禅
定金铜佛像 庆阳西峰区征集 通高$#%&

#甘肃省志$文物志!远古%

$'#'"& !中册" !以下简称
#甘肃省志&"' 第#()*页

图五

庆阳市博物馆$ 号禅
定金铜佛像

庆阳西峰区显圣乡唐
苟村征集 残高#(%+ 笔者调查 图六

,组
镇原县博物馆禅定金
铜佛像

镇原县城关镇路坡村
征集

通高#'%#(

宽*%$

#敦煌研究& $'')年第)期 图一
天水市博物馆# 号禅
定金铜佛像

#-&(年原天水市文化
馆移交 通高#'%.

#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
佛教金铜造像&' 第.(页

背屏顶部有长条形凸
起' 图二

天水市博物馆$ 号禅
定金铜佛像

#-&(年原天水市文化
馆移交 通高-%)

#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
佛教金铜造像&' 第.+页

背屏正面为五佛组合'

图三
宁夏固原博物馆禅定
金铜佛像

#-&#年固原县!今彭
阳县" 新集乡出土

通高#((

宽.

#固原历史文物&' 第#(#(

#($页
西安博物院# 号禅定
金铜佛像

#-.$年西安莲湖区市
建三公司出土 通高#'

#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

第(页
泾川县博物馆禅定金
铜佛像

$'世纪六七十年代泾
川太平乡征集 通高#' #泾川佛教瑰宝&' 第$'(页 背屏上方连接二坐佛一

立鸟' 图四
武威市博物馆 不明 通高#'%+ #武威文物精品图集&' 第#$&页

弗利尔博物馆禅定金
铜佛像

#-##年弗利尔于北京
购藏

通高#'(

宽*%)

#金石之躯寓慈悲%%%美国佛
利尔美术馆藏中国佛教雕塑&

!著录篇"' 第$*页
日本私人藏禅定金铜
佛像 不明 通高##%(

#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

珍品纪年图鉴& !以下简称
#图鉴&"' 第(#$页

背屏上方连接一坐佛二
立鸟' 图一一

,组演变
上海博物馆禅定金铜
佛像 不明 通高#+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 图版
+&/

日本出光美术馆禅定
金铜佛像 不明 通高#(%&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 图版
+*/( 0

图一二
日本私人藏禅定金铜
佛像 不明 通高#'%(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 图版
+(1( 2

"( ,过渡组
庆阳市博物馆) 号禅
定金铜佛像 庆阳西峰区征集 通高#'%+ 笔者调查 图七
清水县博物馆太和八
年张陵保造像 天水市清水县出土 通高$# #甘肃省志&' 第#()*页 图八
西安博物院$ 号禅定
金铜佛像

#-.$年西安莲湖区市
建三公司出土 通高#'%-

#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

第.页 图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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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西安博物院 2 号

禅定金铜佛像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特征是主尊面相长圆， 磨光或竖线纹发髻，皆

着覆肩袒右式佛衣；两侧背屏上各胁侍一立菩

萨；背屏正面题材为九佛，背面为一佛四（二）

菩萨、八佛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组合；双足短

榻式佛座；常见重层莲瓣纹头光、屋形龛、带状

连珠纹和平行放射状火焰纹；且通高都约为 10

厘米。

（3）B 组演变造像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图一二）

和日本私人藏家的造像

[22]

在 B 组图像学特征上

发生了一些演变，如造像变得瘦长、主尊的二

胁侍菩萨消失、佛座前立面上缘加宽等。 最显

著的变化是主尊着衣纹密集的交领式袈裟，这

种袈裟的样式和表现手法都明显受到了北魏

晚期关中地区流行的石雕造像影响

[23]

。 1972 年

西安莲湖区出土了 1 件“大代永兴三年”纪年

[24]

的石造像（西安博物院“大代永兴三年”石造

像，图一三），其背屏背面雕有与 B 组造像背屏

背面相同的图式

[25]

，造像风格则与上述变化后

的风格近似，应该是 B 组造像样式的延续。 整

体来看，B 组造像数量很多，曾在关陇地区长期

流行。

（4）A、B 组过渡造像

庆阳市博物馆 3 号像、 清水县博物馆张

陵保造像和西安莲湖区出土的另 1 件束腰座

禅定坐佛像（西安博物院 2 号禅定金铜佛像，

图一四）呈现出较多过渡性特征，是连接 A、B

两组造像的中间样本。

庆阳市博物馆 3 号像与 1、2 号像皆征集于

西峰区，属同一地区的产物，一脉相承。 该像的

佛座整体上延续了 A 组造像束腰须弥座加基

座的形式，但基座部分变为双足短榻式，明显

是结合了 A、B 两组造像佛座的特点，表现为过

渡形态。 图像组合方面，主尊与背屏正面“化

佛＋双鸟” 的组合无论是题材还是构图形式都

与 B 组日本私人藏禅定金铜佛像完全一致，该

像的小坐佛和双鸟独立于主尊背屏之外，以长

条形凸起连铸于背屏正上方。 这种在背屏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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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北魏中期关陇地区片状多佛造像统计表
!

名称 造像来源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备注
灵台县博物馆片状
九佛造像 灵台县西屯乡征集通高"#$%# 宽"&$'$

单尊佛像高约($)

%甘肃省志&$ 第"(*+页 九佛组合$ 图九

故宫博物院片状多
佛造像 &,世纪',年代购藏残高'$+$ 单尊佛像

高约($)

%中国金铜佛&$ 第&(页 残留二佛一飞天像

咸阳成任村-*,"%

出土片状五佛造像
&,&"年%月咸阳成
任村-*,"%出土

通高"%$## 宽'$($

单尊佛像高约($)

%考古与文物& &,&&年第"期五佛组合$ 图二五

图一五 日本私人藏无纪年佛板造像

加铸其他造像的做法在 B 组造像中较为普遍，

在天水市博物馆藏 1 号禅定金铜佛像和泾川

县博物馆藏禅定金铜佛像上都有体现，尤其是

后者保存完整，同为坐佛与立鸟的组合，只不

过数量和位置略有不同。 主尊的造像样式也与

B 组造像的主尊一致。通过这件造像可以看到，

A、B 两组造像是前后相继、连续发展的一个造

像系统，且 A 组造像要早于 B 组造像。

清水县博物馆张陵保造像的主尊面相丰

圆，鼻翼宽平，保持着 A 组造像的特征。 背屏

背面的双菩萨立像延续了 A 组造像的题材，

但屋形龛则普遍出现在 B 组造像中。 佛座前

立面刻有 A 组造像中普遍流行的

带圆圈的菱格纹，形制为前后开两

个壸门的双足矮座，一方面摆脱了

A 组造像束腰四足座的形式，另一

方面又尚未发展成 B 组造像的双

足短榻式座， 具有明显的过渡形

态。 袈裟样式也处在 A、B 组之间。

该像有北魏太和八年 （484 年）的

纪年， 为判断 A、B 两组造像的年

代界限提供了相对可靠的依据。

西安博物院 2 号禅定金铜佛

像面相丰圆， 背屏上为波状火焰

纹，显示出 A 组造像的特征。 袈裟

样式则与 B 组造像一致。佛座也是

束腰须弥座与双足座结合的过渡

形式，其下半部分为类似张陵保造

像佛座的双足座。

A 组造像中， 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早于 2 号像，二者之间的主要

演变是：主尊佛衣由通肩式变为覆

肩袒右式，头光中央出现重层莲瓣

纹。 这两项变化被过渡期和之后的

B 组造像所沿袭，成为它们的基本

特征之一。 此外，B 组造像上普遍

流行的平行放射状火焰纹在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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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北魏中期关陇地区佛板造像统计表
!

名称 造像来源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备注
西安博物院#大代太和
七年$ 佛板造像

"#$%年西安莲
湖区出土 高""&'% 宽"%&$

&西安文物精华'佛
教造像() 第$页

背面有#大代太和七年$ #追远思
众僧$ 等铭文) 下无支座) 图一七

日本私人藏#太和七年$

佛板造像 不明 高""&'% 宽"%&# &图鉴() 第(%%页背面有#大代太和七年$ #追远思
众僧$ 等铭文) 下无支座

北魏和平元年佛板造像 不明 高")% 宽"* &图鉴() 第'#$页背面有#和平元年比丘法亮$ 等铭
文) 下有力士托举式支座) 图一八

北魏延兴四年佛板造像 不明 高"+&$ &图鉴() 第'#$页背面有#延兴四年$ 铭文) 下有一
柄二,形双龙首式支座) 图一六

日本私人藏无纪年佛板
造像 不明 高"+&*% 宽""&- &图鉴() 第'##页无纪年) 下有一柄二,形双龙首

式支座) 图一五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市博物馆 1 号像化佛的背屏上就已出现；A 组

造像普遍流行的菱格纹在 B 组西安博物院 1

号禅定佛像背屏上也有所保留。

2. 片状多佛造像

灵台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片状九佛造像

实际上是九身背屏式禅定坐佛像的组合，但因

造像形式特殊，单独列为一类。 属于这类造像

的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片状多佛造像

[26]

、2021 年

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的 1 件片状五佛造像，俟

后文再议（表二）。 这类造像上单尊佛像的样式

和五佛、九佛的题材组合在关陇地区其他类金

铜造像中较为普遍，并不特殊。

以片状九佛造像为例，在佛像样式上，其袈

裟、 背屏结合了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主尊和小

坐佛的特点， 面相和发髻则与 B 组禅定坐佛像

相同。 日本私人收藏的 1 件无纪年佛板造像上

端两侧各铸一身形象与之相同的禅定坐佛像（图

一五）

[27]

，大村西崖著《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也

收录了一尊与之相同的单体佛像

[28]

，再次说明

这类造像并不罕见。

造像组合上，九佛组合还出现在 B 组禅定

坐佛像的背屏正面，是 B 组造像的基本题材之

一。 尽管目前尚不明确九佛组合的佛经依据，

但这种组合的造像实例非常丰富。 普遍出现于

云冈石窟佛龛和窟门的龛楣上，云冈二期石窟

中除第 6、14 窟外其余洞窟皆有表现

[29]

。 龙门石

窟古阳洞的造像中也有少量表现

[30]

。 泾川县水

泉寺出土的张长等造交脚弥勒菩萨造像碑

[31]

的

龛楣上方也出现了九佛组合， 与该碑题材、造

像风格和雕刻技法方面非常一致的还有日本

滨松市美术馆收藏的 1 件北魏晚期交脚弥勒

菩萨石造像碑

[32]

，说明九佛组合在关陇地区也

曾长期流行。

两侧连接佛像的 C 形双龙首衔纽还见于

日本收藏的 2 件金铜佛板造像上，第一件是前

面提到的日本私人藏无纪年佛板造像的底端

与支座之间保存有两个完整的此类衔纽；第二

件是北魏延兴四年（474 年）佛板造像，其上仅

残留连接处的接茬（图一六）

[33]

。 A 组造像背屏

背面流行的双龙首龛也呈 C 形，可能也与之相

关，至少能够说明双龙首在甘肃东部地区的盛

行。 此外，宁夏固原雷祖庙村北魏中期漆棺画

墓出土的铜铺首衔环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双龙

首图像

[34]

。 龙的细部特征非常接近，比如口部、

眼睛、耳朵、耳下鬃毛等，甚至身体上的线刻纹

和连珠纹也几乎一致。 总之，九佛造像的各种

造像因素都曾在关陇地区普遍流行。

3. 佛板造像

佛板造像也是一类形制特殊的造像，除西

安莲湖区出土的 1 件（西安博物院“大代太和七

年”佛板造像，图一七）外，还有 4 件收藏在国外

（表三）。 其中，日本藏有 1 件太和七年（483年）

追远寺众僧等造佛板，其造像特征、尺寸、铭文等

与西安博物院佛板造像几乎完全相同。 李静杰、

张聪等对这 5 件佛板造像做过专门研究，它们

在图像组合、 造像样式等方面都高度相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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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北魏中期关陇地区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统计表
!

名称 造像来源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备注
静宁县博物馆金铜交
脚弥勒菩萨像

"#$% 年静宁县李
店乡王沟村出土 通高""&%# 宽'&( 笔者调查 下部为双足短榻式佛座$ 图一

!

西安博物院金铜交脚
弥勒菩萨像

"#)* 年西安莲湖
区出土 通高"+&$

%西安文物精华&佛教
造像'$ 第""页 脚下为覆莲台$ 图二

!

日本私人藏金铜交脚
弥勒菩萨像 不明 通高",&,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

图版$%-

下部为双足短榻式佛座$ 图一九

日本私人藏金铜交脚
弥勒菩萨像 不明 通高",&,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

图版$%.

脚下为覆莲台$ 下连接倒喇叭形
支座

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金
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不明 高约$ %图鉴'$ 第%+$页 脚下为覆莲台

图一六 北魏延兴四年佛板造像

是同一地区的产物，一般认为流行于陕甘地区

[35]

。

尽管目前尚未在甘肃东部发现佛板造像，

但佛板造像与甘肃东部的其他金铜佛造像有

许多共同特征。 首先，佛板造像主尊的背屏上

也装饰有北魏中期关陇地区小型金铜佛像

上普遍流行的带状连珠纹；其次，佛板造像尤

其是那件日本私人藏无纪年佛板造像与泾川

出土的九佛造像有大量共同特征，业已阐明；

再次， 佛板造像上立菩萨像胸前

所佩X 状珠串璎珞、长裙的样式和

衣纹都与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背

屏上的菩萨像一致；最后，和平元

年（460 年）比丘法亮等造佛板造

像（图一八）主尊背屏上的波状火

焰纹也与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背

屏上的波状火焰纹一致。

4. 交脚弥勒菩萨像

已知现存国内的金铜交脚弥

勒菩萨像只有静宁和西安莲湖区

（西安博物院金铜交脚弥勒菩萨

像）出土的 2 件，日本私人和美国

纳尔逊博物馆至少收藏有 2 件与

西安像完全一致的此类造像

[36]

，应

当也来自西安地区。 此外， 日本

还有 1 件私人收藏的与静宁像更

为接近的此类造像（表四）。该像背

屏、底座和造像的样式与静宁像基

本一致，不同的是其帔帛在胸前呈

X 状交叉，背屏外缘和光云上为放

射状火焰纹（图一九）

[37]

。 以西安像

为代表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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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西安博物院“大代太和七年”佛板造像

图一八 北魏和平元年佛板造像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莲台座上，背屏为桃尖形，背屏内无

小坐佛和莲瓣纹头光，头冠与项饰

华丽，帔帛有褶带纹，双膝宽于双

肘（图二○）。 静宁像的光云图案和

背屏火焰纹与之相同，但有所简化。

三者相较，静宁像处于中间形态，说

明此类造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流

行演变。 而这类造像所具有的带状

连珠纹、双足短榻式基座和平行放

射状火焰纹则显示了其与关陇地

区其他类金铜佛教造像的联系。

除金铜材质外，庆阳合水县和西

安还出土了石质单体交脚弥勒菩萨

像

[38]

，陇东地区北魏中晚期的石窟

寺和佛教造像碑、造像塔上也有大

量这一题材的造像，不胜枚举。

放眼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北魏

“文成复法”后，出现了小型金铜佛

像大流行的状况。 以平城、河北为

中心，现存大量北魏中期的小型金

铜佛像，主要题材包括说法系的立

佛像和双狮座坐佛像、 二佛并坐

像、执莲手观音菩萨立像等。 相较

而言，关陇地区则普遍流行上述莲

瓣形背屏禅定坐佛像、片状多佛造

像、佛板造像、交脚弥勒菩萨像，与

中原地区构成了一个既有区别又

有联系的整体。 这四类造像中除 A

组禅定坐佛像外，其余皆不见于其

他地区，是关陇地区特有的造像形

式。 比如佛板造像、片状多佛造像、

双足短榻式佛座、带状连珠纹和平

行放射状火焰纹等都是关陇地区

金铜佛像中独具特色的造像类型

与特征。

在学术史脉络中，日本学者松

原三郎曾提出北魏 “甘陕样式”金

铜佛像的概念

[39]

，李静杰也提出过

北魏金铜佛像“关中区”的概念

[40]

。

但由于当时造像材料不足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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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 日本私人藏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相关论述不够充分。 正如松原三郎所说：“将北

魏 5 世纪的金铜佛所体现出的地域特色抽出

来讨论是比较困难的。 ”“陕西派金铜佛到底有

何特点目前还是个问题。 ”现在也许有足够的

条件可以提出关陇地区在北魏中期形成了独

树一帜、 自成体系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系

统———“关陇系统”。

三 “关陇系统”小型金铜佛教

造像的年代与文化源流

1. B 组禅定坐佛像年代

“关陇系统”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中，佛板

造像和清水县博物馆张陵保造像

有明确纪年，能够为无纪年造像提

供大致的年代界限。 此外，还可以

通过与其他相关纪年造像的类型

学比较进一步推定无纪年造像的

年代范围。 其中 B 组禅定坐佛像和

交脚弥勒菩萨像已有专门研究，二

者的年代被推定为北魏太和年间，皆

受云冈石窟直接影响，源头可以在炳

灵寺石窟的西秦壁画中找到

[41]

。

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其著作中

曾收录过 1件 B组禅定坐佛像拓片，

年代标注为“天监二年（503 年）”

[42]

。

这一年代明显偏晚，且这类造像

并非南朝金铜造像的传统，其年

代可能是伪刻的，且该书所收萧

梁金铜造像的纪年多有舛误，故不

足为信。 他还收录了 1 件太和二年

（478年）比丘廿道可造观世音铜像，

现藏故宫博物院

[43]

。 该像为双足短

榻式佛座， 背屏上有重层莲瓣纹头

光，带状连珠纹和平行放射状火焰纹，

符合“关陇系统”金铜佛教造像的

特征。 这说明至少在太和初年双足

短榻式佛座就已出现在金铜佛教造

像上。 日本藏太和十三年（489 年）

胡□□造金铜佛立像

[44]

也与 B组禅

定坐佛像有诸多相同之处， 除了同

样的佛座、头光和火焰纹外，二者的背屏形状和

袈裟左领的样式也完全一致， 因此该像也可以

作为 B组像流行年代的重要参照。 再结合处于

A、B两组造像过渡阶段的太和八年 （484 年）张

陵保造像以及具有相同图像组合的西安博物院

“大代永兴三年”石造像。 基本可以确定 B 组禅

定坐佛像产生于北魏太和初期， 一直延续到北

魏末年。

2. 佛板造像与片状多佛造像年代

佛板造像也有过专门研究

[45]

。5 件佛板造像

中只有一件没有纪年， 而这件造像与灵台县博

物馆片状九佛造像的关系又十分密切， 能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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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〇 西安博物院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推定片状九佛造像的年代提供相对

可靠的依据。 李静杰根据佛板形制的

演变，认为无纪年佛板的年代早于延

兴四年（474 年）佛板，大概与和平

元年（460 年）佛板年代相仿

[46]

。 故

其年代在和平元年至延兴四年之间

应无大谬， 至少不会晚于佛板造像

中纪年最晚的太和七年 （483 年）。

又考虑到片状九佛造像结合了 A、

B 两组禅定坐佛像的众多特征，其

年代可能处于由无纪年佛板造像

所推定年代范围的偏晚阶段。

3. A 组禅定坐佛像年代

下面讨论三者之中最早的 A

组禅定坐佛像的年代，能够大致确

定的是其年代应在太和初期以前。

日本藏和平五年（464 年）□姜造无

量寿金铜佛像（图二一）

[47]

为推定 A

组造像中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的

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二者有许多

共同特征， 具体表现为： 第一，佛

像、佛座、背屏皆连铸，束腰四足佛

座的形态和各部分比例基本相同；

第二，佛座正面在同样位置刻相同

的波状忍冬纹， 忍冬纹三叶一组，

中间为波状藤蔓，两侧分别有一片

和两片叶瓣，交替分布；第三，主尊皆着通肩袈

裟，衣领、衣纹、衣摆的样式基本一致；第四，和

平五年像背屏正面出现了带圆圈的菱格纹，背

面佛像身光边缘装饰有带状连珠纹，最外缘为

平行放射状火焰纹，这些元素同样出现在庆阳

市博物馆 1 号像上。

这 2 件造像有如此多的相同点不是偶然

性可以解释的，应是共时性带来的结果。 而且庆

阳市博物馆 1 号像也与和平元年（460 年）佛板

造像有诸多共同特征。 综合考虑，可将庆阳市

博物馆 1 号像的年代推定在和平五年（464 年）

前后。 此外，还可以通过与更多纪年造像的比

较研究来进一步推定 A 组造像的年代范围和

文化源流。

我国早期小型金铜佛像中束腰四足佛座

的年代特征十分明显，现存最早的此类佛座出

现在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 （437 年） 韩谦造像

上，元嘉二十八年（451 年）刘国之造像延续了

这种座式。 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与和平五年

（464 年）□姜造像的佛座也属于此类佛座的早

期样式，其佛座束腰以下四足基座部分的高宽

比约为 4︰5，与刘国之造像的基座比例非常接

近。 到太和初年，束腰四足座的形态发生了重

要变化。 以太和元年（477 年）阳氏造像和比丘

法恩造像为代表的说法系坐佛像

[48]

普遍流行束

腰四足佛座，但其四足基座变得矮而宽，高度

只有宽度的五分之三甚至一半， 壸门降低，四

足显得非常低矮。 除此类造像外，太和以后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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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凉州、关陇、平城的波状忍冬纹样

1. 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佛座 2. 皇兴三年邢合姜墓石椁 3. 承平元年神王浮雕佛座 4. 天梯山石窟第 4 窟

图二一 和平五年□姜造

无量寿金铜佛像

腰四足佛座演变的总趋势是四足基座向窄而

高的方向演变，壸门变得高而宽，四足细长，比

如太和十七年（493 年）赵僧安兄弟造像、景明

二年（

501 年）普贵造像

[49]

等。

波状忍冬纹也是判定庆阳市博物馆 1 号

像（图二二

∶ 1）年代和文化源流的重要因素。

大同仝家湾北魏皇兴三年（469 年）邢合姜石

椁棺床的前挡板上雕刻有与之相同的忍冬纹

[50]

（图二二 ∶ 2），李裕群根据墓主籍贯和壁画题材

与技法推测该墓石椁壁画粉本可能来自长安

地区

[51]

，作为石椁图像一部分的忍冬纹可能也

与长安地区密切相关。 此外，同样出自陕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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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三 延兴五年张次戴造金铜立佛像背屏背面佛像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带的承平元年（452 年）神王浮雕

佛座壸门的上沿也雕有非常接近

的忍冬纹 （图二二 ∶ 3），其忍冬

纹的样式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天

梯山石窟第 4 窟的北凉壁画中

[52]

（图二二 ∶ 4）。 上述 4 例忍冬纹出

自陕甘或与陕甘地区密切相关，在

具体样式上前后相继，前两例中连

接叶片的藤蔓是由后两例中的一

片长叶片演变而来的。而这种演变

定型后的波状忍冬纹普遍出现在以

太和元年（477 年）阳氏造像为代

表的说法系坐佛像的佛座上，在云

冈石窟第二期中段的第 9、10 窟

[53]

中也普遍流行。这种波状忍冬纹在

平城广泛流行的年代较晚，应该是

从凉州经关陇地区传入的。

除忍冬纹外，A 组禅定佛像中

的许多装饰纹样都可以在关陇地

区和西秦、北凉的佛教艺术中找到

先例。佛座上刻水波纹的做法可以

追溯到泾川玉都乡出土的十六国

禅定坐佛像的基座上。背屏上装饰

连珠纹的做法在文殊山石窟前山

千佛洞北凉壁画

[54]

和炳灵寺石窟

169 窟西秦造像

[55]

上大量出现。 菱格纹不仅出

现在西安所出十六国佉卢文佛像的佛座上

[56]

，

在北凉石塔上也非常流行，其中交脚弥勒菩萨

的背屏上普遍装饰有菱格纹，高善穆塔、程段

儿塔神王像的裙子上也装饰有菱格纹

[57]

。此外，

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北壁中央所绘说法佛

像的伞盖上也装饰有大量菱格纹，该窟四壁所

绘的立佛像中还流行庆阳市博物馆 2 号像主

尊所着的菱格纹僧祇支。 菱格纹僧祇支还出现

在缘禾（延和）三年（434 年）白双 石塔

[58]

、酒泉

残石塔

[59]

的禅定佛像和延兴五年（475 年）张次

戴造金铜立佛像背屏背面的佛像上。 太和元年

（477 年）阳氏造像主尊、背屏背面坐佛像以及

比丘法恩造像背屏背面坐佛像也着菱格纹僧

祇支，应该也是受凉州和关陇佛教影响的结

果。 其中，张次戴造立佛像（图二三）为推定庆

阳市博物馆 2 号像的年代范围提供了重要依

据，其束腰须弥座上还装饰有带圆圈的三角垂

帐纹。

主尊的螺发是 A 组禅定坐佛像上非常特

殊的因素。 北魏中期螺发佛像似未普遍流行，

现存数量极少，目前仅见于太安元年（455 年）

张永造像、太安三年（457 年）宋德兴造像和延

兴二年（472 年）张伯和造像上。 前两件造像据

传发现于大同附近

[60]

，是平城佛教的产物。 A 组

禅定坐佛像的螺发很可能是受到文成帝复法

之初平城佛教的影响。 此外，庆阳市博物馆 1号

像背屏背面菩萨帔帛上的褶带纹也明显受到云

冈石窟一期造像的影响。 在金铜造像中，同样

的褶带纹还出现在皇兴四年（470 年）王钟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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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四 咸阳成任村M3015

出土立佛像

造立菩萨像的帔帛下端，且该像胸前也有 X 状

交叉的珠串璎珞。 这再次为推定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的年代提供了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存A组禅定坐佛像的

年代与佛板造像的年代相当，其中庆阳市博物馆 1号

像的年代约在和平至皇兴年间（约 460~470年），

庆阳市博物馆 2 号像和片状九佛造像的年代

约在孝文帝延兴至太和初期（约 471~480 年）。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太武帝在长安

下诏废佛，关陇佛教首当其冲。 可以追溯到太武

法难前的佛教遗存很少。 2018年， 宝鸡郭家崖

M15出土了 1件较为完整的佛像摇钱树，包含 5

身树干佛像和 1身树顶片状佛像

[61]

，将关陇地区

最早金铜佛像的年代提前到东汉中晚期， 但这

还不是独立的佛教造像。 关陇地区现存最早的

独立金铜佛像是相传出土于三原县的金铜弥勒

菩萨立像， 具有浓郁的贵霜时期犍陀罗佛教艺

术风格，年代可追溯到西晋晚期。 十六国时期数

量略多的小型双狮座禅定金铜佛像

[62]

受到了河

北地区同类造像的强烈影响， 似乎还未形成关

陇地区特有的风格。 现存具有显著区域特征的

“关陇系统”小型金铜佛像很可能始于“文成复

法”后的北魏和平年间，与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

开凿时间相当。 其在沿袭本地佛教艺术传统的

基础上，吸收了北凉、西秦和北魏平城早期佛教

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对“云冈模式”的形成和平

城佛教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影响。 以长安为中心

的关陇地区自西晋以来就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佛

教中心之一，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等高僧

都曾在此译经弘法。 北魏定都平城后，关陇地区

成了连接凉州和平城两大佛教中心的枢纽，在

推动北魏时期中国东西部地区佛教交流融合的

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 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金铜佛像相关问题

咸阳成任村 M3015 出土的 2 件小型金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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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五 咸阳成任村M3015

出土片状五佛造像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佛像分别是单体立佛像（图二四）和片状五佛

造像（图二五），发掘者认为这是目前中国考古

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系

本土制作，意义重大

[63]

。消息一经发布便引起了

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

[64]

，该墓的发掘简报和 2

件造像的初步研究与科学分析结果也被迅速

发表

[65]

。 但由于出土佛像的墓葬本身并无纪年

材料且被盗掘过，学界对这两件佛像的年代仍

有争议。

目前对单体立佛像的讨论较多，集中在与

犍陀罗、秣菟罗佛教艺术以及中国早期佛教艺

术的比较研究上。 实际上，这件佛像的外来风

格并不显著，而且这种跨越大的时空范畴以及

与不同材质造像的比较研究最多只能论证东

汉晚期中国能够出现单体佛教造像的可能性，

并不能作为判定这两件佛像确切年代与文化

来源的可靠证据。

被讨论较少的片状五佛造像反而是解决

相关问题的关键和突破点。 虽然该像的五身佛

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将它们各自残留的

清晰部分拼合起来就能够大致复原出佛像的

完整面貌。 佛像面相长圆，施禅定印坐于桃尖

形背光之前。 右下方佛像右臂衣纹明显，可知

其着通肩式袈裟。 右上方佛像的袖摆完整，对

称地平覆于双膝之上，此像背光左侧还保留有

清晰的带状连珠纹。 最上方佛像背光右侧也保

留有带状连珠纹，背屏外缘保留有平行放射状

火焰纹，佛像左膝下残存仰莲座的莲瓣。

可以看到，上述片状五佛造像的佛像特征

普遍存在于关陇系统的小型金铜佛像中，尤其

是与片状九佛造像的特征几乎一致。 此外，在

造像形式上，五佛造像与九佛造像都属于由小

型禅定坐佛像构成的片状多佛组合，二者在本

质上是一致的。 造像题材上，类似于九佛组合

出现在 B 组禅定佛像的背屏上，五佛组合也流

行于关陇地区， 且出现在 B 组天水市博物馆 2

号禅定佛像的背屏上。 五佛造像在各个方面都

符合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

特征，可以与灵台县博物馆九佛造像划为同一

类造像，二者铸造和流行的年代相当，约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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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孝文帝初期。

在考古年代学上，佛像的埋葬年代一定晚

于其铸造年代。 这两件佛像在墓中相距很近，

应是同一时期进入墓葬的。 因此，片状五佛造

像的年代能够说明这两件佛像进入墓葬的时

间不会早于北魏孝文帝初期。 成任家族墓中的

M3019 出土了东汉延熹元年（158 年）的朱书陶

罐，根据墓葬的排布次序，该墓可能会与 M3015

因墓主辈分不同而存在代际时间差，但从墓葬

和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组合来看

[66]

，年代差距不

会太远。 M3015 的年代无论如何也不会晚到北

魏时期。 这意味着 M3015 中的 2 件佛像并非墓

主下葬时的随葬器物，而是后期混入的。 发掘

团队通过逻辑推理排除了盗墓者将佛像带入

墓室的可能性，原因之一是佛像与盗洞不在同

一位置，相距 3.4 米

[67]

。 这一推理恐难服众，盗

墓者既然已经将盗洞打进了墓室，就不太可能

只停留在盗洞口。 这两件造像尤其是五佛造像

的膝盖、面部等凸出部位有明显的磨蚀痕迹并

散发出金属光泽， 甚至腿部衣纹已不明显，应

当不是自然腐蚀所至，而是长期使用的结果。 因

此，这两件佛像可能是在铸出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后才被带入墓室的，其具体时间则难以确知。

另一方面，尽管这两件佛像进入墓室的时

间相同，但并不代表二者的铸造和流行时间也

一样。 比较这两件佛像的能谱成分分析数据，

可以发现二者在铜（Cu）、锡（Sn）含量的占比上

差别很大

[68]

。 这至少可以说明它们不是同一批

或同一时期铸造的。 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同

出佛像年代不同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镇原田

园子石窟第 3 窟出土金铜佛像的年代从北魏

太和年间到隋仁寿二年（602 年）

[69]

，博兴龙华

寺窖藏中金铜佛像的年代从十六国到隋代

[70]

。

从造像特征来看，片状五佛造像的年代应

晚于立佛像。 因此，前面所论的北魏孝文帝初

期仍然可以作为这两件佛像进入墓室的年代

上限。 目前，笔者尚未在现存关陇地区的小型

金铜佛像中发现与立佛像相近的造像因素。 不

少研究者引玛丽琳（Marylin Martin Rhie）书中

收录的 1 件类似小型铜立佛像作比较，认为二

者有极高相似度，对成任墓立佛像的年代有重

要参照意义

[71]

。诚如其言，但这件立佛像的来源

地和流传状况不明，年代亦不明确，其本身尚

有待研究，以之作为证据有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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